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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
曹 鹏 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成都610071)

  摘要:北宋初期,蜀地动乱频仍,以致给人“易动难安”的印象。进入北宋中期,蜀地政局长期稳定,时人对蜀地

的观感有所改善。北宋末年,赵谂之乱事发后,蜀地再次遭到宋廷的猜忌和防范。时至南宋,随着蜀地战略地位日

益重要,蜀士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稳步提升,“蜀人好乱”之说逐渐沉寂,蜀地形象彻底改观。蜀地形象的嬗变过程,

堪称中国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发育过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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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的四川地区,虽然行政机构名目不一,
辖区分合不定,但总的趋势是一个位于川峡四路之上

的开始走向实体化的一级行政建制,“四川”之名也逐

渐固定下来[1-3]。与之相应,宋人往往把四川地区视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单元,并习惯性地在这

一层面考虑相关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宋廷在四

川地区实施的特殊政策,而这些针对蜀地的特殊政策

与时人对蜀地的认知又不无关系[4-7]。由于北宋初

年一系列动乱的刺激,朝野上下一度认定蜀人好

乱[8-10]。此后,随着时局的发展,蜀地的形象也出现

了相应的变化。本文① 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集中考

察蜀地在两宋时期的形象,力求勾勒出其动态发展的

轨迹,以期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政治中心与边缘

地区的互动与融合过程。
一 “易动难安”:北宋时期的蜀地形象

北宋平蜀之后的30多年间,蜀地变乱频生,各类

反宋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乾德二年(964),宋廷兴师

伐蜀;次年正月,后蜀皇帝孟昶奉表请降。但由于入

蜀宋军军纪不整,次月即有后蜀军校上官进“啸聚亡

命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夜攻州城”[11]148,其后更是

爆发了以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首的兵变,蜀地再罹

兵祸。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宋廷拟伐北汉,宰相

卢多逊即指出:“西蜀险远多虞,若车驾亲征,当先以

心腹重臣镇抚之,则无后忧。”[11]458淳化二年(991),宋
廷准备增加蜀地赋税,监察御史张观则以“远民易动

难安”[11]711为由上疏反对。事实似乎也证实了他的忧

虑。三年之后,即淳化五年(994),李顺破成都,称大

蜀王;至道二年(996),王鸬鹚起事,称邛南王;咸平三

年(1000),王均发动兵变,占据成都,称帝建元。时人

吕陶谓之“七年三乱”[12]144。这一时期,蜀地动乱规模

之大,绵延之久,远非其他地区可比。面对蜀中动荡

不安的局势,即便是治蜀名臣张咏(946—1015)也不

得不感叹“从来蜀地称难制”[13]24。
何以变乱屡生于蜀地? 对于这一问题,当时舆论

多归咎于蜀地民风。梁周翰(929—1009)即认为蜀民

“多犷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13]80。而在宋祁

(998—1061)、欧阳修(1007—1072)等人的笔下,蜀人

“喜乱易摇”[14]804或“轻而喜乱”[15]463,则进一步成为各

类循吏们做出卓著政绩的背景。司马光在《资治通

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史事: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
十一月,镇守益州的梁武陵王萧纪准备率兵东下,平
定侯景之乱,其兄湘东王萧绎以书止之,书云:“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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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悍,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16]5056其中

的“蜀人勇悍”,不见于此前史籍。揆诸《南史·梁武

帝诸子传》之记载,“蜀人勇悍”原作“蜀中斗绝”②。从

“蜀中斗绝”到“蜀人勇悍”,其着眼点从地理形势转向

社会风习,所指大不相同。身为宋人的司马光,大概

有见于北宋前期蜀地动荡不安的形势,并深受彼时舆

论的影响,产生了“蜀人好乱”的印象,于是就将这一

主观认知投射到了历史记载中。《资治通鉴》中“蜀人

勇悍”的说法,虽然未必是历史实相,却准确地反映了

时人对蜀地民风的整体观感。关于这一问题,司马光

的弟子刘安世(1048—1125)与苏轼(1037—1101)之
间的一段交涉也值得玩味。元祐初年,刘安世与苏轼

两人同朝共事。当时,“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

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身为蜀人的苏轼(1037—

1101)听到这一说法后自然大不乐意,“在广坐作色

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刘安世应声答

道:“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
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苏轼

居然闻之“默然”[17]159。两人的争执牵涉到当时的党

争,可暂置不论。但刘安世的言论并非逞一时口舌之

快,他一贯认为“两川之俗,易动难安”[18]201,这是他所

谓中人以下易受土习熏染的前提所在,也代表了朝野

上下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以言辞敏捷著称的苏轼,
也感到难以辩驳,不得不为之气短。

朝野上下既然对蜀中民风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其

应对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事实上,北宋朝廷确实采

取了不少针对四川的特殊政策,如禁止蜀人及宗室子

弟在本地任职,禁止入蜀官员携带家眷同行,守蜀官

员有便宜行事之权等[5]154-164。名臣张咏最早获得便

宜行事之权。他首次知益州,临行面奉宋太宗谕意:
“西川经贼后,民颇伤残,不聊生,卿去到后,可便宜行

事,钦哉!”入蜀之后,张咏果断行使了这一权力,“其
有从权而合义者,先行后奏”[19]71。此后,赋予蜀帅便

宜行事之权的政策就一直延续下来。如蜀人文同所

言:“国初以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

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20]622而“便宜行事”的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重典治蜀。据范纯仁等人的记载:“蜀经

王均、李顺之乱,人易动。先是,许守将以便宜,多专

杀立威,虽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

路,丁壮逃而为盗者甚众。”③[21]709范镇也注意到:蜀中

“为政者务为威猛击搏以操切之,民有轻犯则移乡,甚
者或配徙内地,终身不复还”[22]161。官长以杀伐果决

为能事,难免会酿成冤案。天圣年间,知益州程琳将

祭灌口神的表演当作民众造反,于是,“捕其首斩之,
配其社人于内地,道路或以为冤”[11]2547,即为显例。

对于朝廷的特殊化政策,蜀中士人颇有微词,但
彼时朝野上下“蜀人好乱”之说甚嚣尘上,不便直接反

驳。于是,部分蜀士退而求其次,一方面承认蜀地民

风确实不佳,另一方面则强调并非蜀人天性如此,而
是牧守施政不善的结果。郫县人张俞(1001—1065)
就曾指出:“益为西南之都会,外戎内华,地险物侈,俗
悍巧劲,机发文诋,窥变怙动,湍涌焱驰。岂其性哉?
守之者非其道也。”[23]452又云:蜀地向来被认为“其俗

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骄,吏袭而奸,民
伺而暴”,然而“穷焉察焉,得非吏师之过乎”[24]455? 双

流人宋右仁亦云:“蜀始以僻陋险隘,人民夸诳,古谓

难治”,虽然如此,但“地有常形,民无常性,繇上之化,
所从而正”[25]929-930。也就是说,蜀地多乱的症结在上

而不在下。
也有蜀士声称蜀人天性良善,蜀中多乱与蜀人无

关。早在五代时期,因孟知祥据蜀不臣,后唐明宗“颇
以蜀人为疑,凡高赀有力者,尽令东徙”[26]788,蜀中隐

士张立因此赋诗以讽,云:“朝廷不用忧巴俗,称霸何

曾是蜀人!”[27]261就表达了这一看法。张唐英是张立

的后人,他继承了祖上的观点,在其《蜀梼杌序》中指

出:“……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

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26]787-788

前文提到的那位张俞,面对外人时尚且承认蜀地民风

确有可议之处,但在为乡党杨钧送行时,口气却大不

相同,称:“谈者谓蜀之地岩险,其民峭急剽速,治不可

恩,宜一中以刑,且无事。……为吏者不去邪以自讼,
而反咎之于民,无乃暴己之狠而怒彼羊之斗乎? 古人

谓,上失其道而民散,予犹过之,今乃信然。”[28]453其中

“暴己之狠而怒彼羊之斗”一语,充分表露出蜀中士人

面对朝廷猜忌的愤懑之情。关于这一点,苏轼、苏辙

兄弟二人所见略同。嘉祐四年(1059),苏轼向时任成

都知府王素进言,认为长期以来守蜀者治以重典,导
致“民怯而不敢诉,其诉者又不见省,幸而获省者,指
目以为凶民,阴中其祸”[29]5222,以致民怨郁积,亟待纾

解。而在苏辙看来,蜀人平素“畏吏奉法,俯首听命”,
受辱则含垢忍耻,积怨一旦爆发,则“聚而为群盗,散
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怨愈深,祸愈大,故
蜀地之乱其实是朝廷措置不当有以激之,并非蜀人天

生“有好乱难制之气”[30]1619-1620。元丰元年(1078),苏
轼还曾为其故里眉州的民风辩解道:“其民皆聪明才

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如果牧守既明且能,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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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循规蹈矩,终日寂然,若牧守为政无道,“则陈义

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究其实,“上有易

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问题的关键在于施政得当

与否[29]1112。苏氏兄弟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对朝廷治蜀

政策的不满,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

的。这样的言论,正是对彼时流行的“蜀人好乱”之说

的回应。
上述认识不仅限于蜀士,一些入蜀任职的官员也

持有类似的看法。至和元年(1054),出任益州知州的

张方平,就说:“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
……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

生变,虽齐鲁亦然。”在任期间,张方平“以齐鲁待蜀

人”,政声颇著[31]354。川峡四路幅员辽阔,内部差异也

非常明显,成都、眉州、嘉州等地向来人文荟萃,而夔

州路则属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32]98-101。绍圣三年

(1096),青 州 营 丘 (今 山 东 省 临 淄 市)人 王 辟 之

(1031—?)知忠州,发现当地“民情尤为倔强,白香山

所谓‘吏人生硬都如鹿,城市萧疏只抵村’,迄今犹相

延未化也”,但他对于移风易俗显得信心十足,认为:
“牧者更刻程以课,计月以稽,讵浇漓者不能使之厚,
乔野者不能使之文,穷乡僻壤不能化民成俗,进于声

名文物之邦耶?”[33]卷十二中,1-2值得注意的是,王辟之此

前在《渑水燕谈录》④ 中谈及蜀地时尝谓:世人皆以为

蜀人好乱,殊不知历史上割据蜀地者多为外人,至于

本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实因官府需索无度,亦不宜

归咎于蜀人[34]105。王辟之在忠州期间拊养良善,锄治

奸猾,治声翕然[35]954,与他对蜀地的认识不无关系。
自北宋中期以来,蜀地政局长期稳定,似乎也从

另一方面印证着张方平等人的看法。在这样的形势

下,以往的特殊治蜀政策开始松动。张咏和赵抃同为

治蜀名臣,前者“严明为政”,后者则“简易临民”[36]921。
赵抃能以宽治蜀,显然与蜀地承平日久的局面有

关[37]477-478。神宗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诏川峡四

路不得将家属赴任法,其除之”[11]7985。至此,宋廷明

确允许入蜀官员携带家属同行。对蜀地而言,这一政

策意味着能够获得与其他地区同样的待遇,无疑是蜀

人形象改善的积极信号。
然而,上述局面却被一个偶发事件猝然打破。建

中靖国元年(1101)九月,渝州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
人、太学博士赵谂谋反事发。对于这一事件,宋廷的

处置十分严厉。时任谏议大夫的彭汝霖,“鞫赵谂反

狱,穷其党与”[38]10976。近年新出的《王蘧墓志》也透露

了朝廷处置该案的若干细节:赵谂被告发后,时任夔

州路转运判官的王蘧驰诣渝州;在此之前,赵谂及其

同党已被擒获,而夔州路提点刑狱杨挺“乃一切宽

假”;王蘧查明赵谂谋反情状,“乃并其党钳锢讯治,狱
既具,槛送谂等京师,下御史阅实”;最终,赵谂被诛

杀,而“杨挺卒死制狱,前后两路官吏亦坐不觉察,而
独公(王蘧)有旨原罪”[39]43。王蘧从严治狱,颇受朝

廷赏识,他因此得以免遭杨挺等人的厄运。
赵谂谋反事件令朝廷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宋

史·席旦传》载,“自赵谂以狂谋诛后,蜀数有妖言,议
者遂言蜀土习乱”[38]11016,刚刚沉寂下去的“蜀人好乱”
之说又被频频提及。据《夷坚志》记载:“崇宁三年

(1104),成都人凌戡诣阙告言:‘蜀州新津县瑞应乡民

程遇家葬父母,其坟山上常有火光紫气。’诏下本郡,
令速徙它处。仍命掘其穴成池,环山三里内,自今不

许墓域,郡每次季月差邑官检视。”[40]397事情看来并不

是洪迈的杜撰。因为当年这位凌戡确曾入京,他的同

乡张商英(1043—1121)还有一篇《送凌戡归蜀记》传
世[41]415。而凌戡带来的消息,可能就是《宋史·席旦

传》文所谓“妖言”之一。对于凌戡的上言,宋廷显然

没有等闲视之,其应对措施可谓雷厉风行。同样,在
崇宁三年,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命其子李倞代为

点检州学学生答策。李倞在代为点检策卷时,发现邛

州士人费乂策卷中“言多诽谤,至不忍闻”,“虑蜀中狂

人复生”,于是将此事告知其父李孝广,孝广随即上奏

朝廷,“始以为不过重罚屏斥不齿,足以劝励。既而勅

下,窜乂海外。视之,乃一村邑陋儒,不识时忌,所以

然耳”⑤[42]196。朝廷既然有从严处置的倾向,这类冤案

也就在所难免。
官至太学博士的赵谂,居然阴谋造反,影响所及,

朝野上下再次以异样的眼光打量来自蜀地的士人。
如眉州人王腾所言:“自赵谂狂图,好事者类指以疵蜀

人,蜀之衣冠,含笑强颜,无与辨之者。”[43]12可见彼时

蜀士的尴尬处境。王腾又述及当时朝野流言:“谓贼

谂以来,朝廷至疑蜀人,故取之与天下同,用之与天下

异,众口相扇,互同一说。”⑥[44]98这样的氛围,不仅使

普通士子备受猜忌,即使身居高位的蜀士也感觉到了

压力。崇宁三年(1104)三月,官居尚书左丞的张商英

就发牢骚说:“……赵谂不轨,以辱乡邦,吾何敢怀土

哉!”他假借梦境中的青城丈人之口回顾历史,认为:
蜀中向来忠义辈出,至于本朝李顺、赵谂之乱,前者为

孟昶后裔,后者出身獠人,皆与蜀人无涉;然后指出:
“吾三川之灵,何负于世,而公见弃之速耶?”[41]415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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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对朝廷猜忌蜀士态度的不满。眉山人唐庚

(1070—1120)在《辨蜀论》⑦ 中也曾感叹:自赵谂之乱

后,“诸公论议,多以蜀人为疑,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

为矣”;在他看来,蜀人喜为动乱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主政者欲防患于未然,采取预防措施未尝不可,但“独
施于蜀,则吾不知也”[45]卷七,1-2。而另外一位眉山人

苏辙,晚年卜居颍滨,有蜀人来访时避之,不与相见,
据说也是因为受赵谂案牵连,不得不收敛形迹以避嫌

疑[46]82。
在赵谂之前,蜀地动乱多由底层民众发动,故“蜀

人好乱”之说多指向这一群体[9];至于蜀士,除了不能

在家乡任职,尚未受到大的影响;虽然不断有人为蜀

地发出不平之鸣,也多出于护惜乡邦的心理。但赵谂

之乱的发生,却使蜀士无论在朝在野都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波及范围如此深远,可能是蜀地形象问题在

南宋朝受到持续关注的原因之一。
二 “德守者固”:南宋时期的蜀地形象

宋室南渡后,不少人囿于思维定势,依旧保持着

北宋以来的蜀地印象。绍兴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

针对蜀士发表了一番感言,语云:“蜀中人多能文,然
士人当以德行为先,文章乃其余事。”[47]3257大概就与

此有关。而王之望、赵汝愚等人在其奏议中一再提及

蜀人“易动难安”[47]3875[48]3245,也显示出这一主观认知

仍在部分人心目中顽强延续。
但时势毕竟不同于北宋,中原业已沦陷,蜀地在

半壁江山中的战略地位骤然凸显。此前,论者谈及蜀

中多乱,往往归因于其地之“险”且“富”;然而,时移势

易,丰饶的物产和雄奇的山川固然容易成为割据之

资,但如果措置得当,也可以成为抵御外侮的坚固屏

障。易言之,“天下之险在蜀”[49]900[50]445,就意味着“天
下之势在蜀”[51]186或“天下根本在蜀”[36]1227。生于蜀

中的著名史学家李焘,曾撰《六朝通鉴博议》一书,其
中对四川的战略地位再三致意,如谓:“吴为天下之

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

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
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51]186

这些言论不能简单地视为夸示乡邦之语。事实上,当
时蜀地以外的士人也多持同样的看法。温州平阳(今
浙江省平阳县)人朱黼即云:“蜀之难平而不易取,前
事可验也。况天下分裂之际,蜀实据天下三分之一,
……一举足,南北遂有轻重。”[52]518他们虽然是针对南

北朝形势立论,但宋室南渡之后面临的形势与南朝相

去不远,故两人的言论无疑是在借古喻今。邵武(今

福建省邵武市)人李文子对此亦有同感,他在《<蜀鉴>
序》中说:“蜀之在宇,九之一尔,得之则安,失之则

亡。”[53]2-3隆兴丰城(今属江西)人徐鹿 卿(1189—

1249)也说:“东南立国,倚蜀为重。”[54]831类似的论调

在这一时期不胜枚举,蜀地战略地位之重要已经成为

有目共睹的事实。
随着四川战略地位的上升,蜀地士人的心态也在

悄然变化,以往为蜀人辩解时的隐约其辞,至此一变

而为理直气壮。淳熙五年(1178),蜀州(今四川省崇

州市)人张縯就断言:“蜀视天下,其亦可谓敦厚而易

治矣。”[55]649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市)人刘光祖(1142—

1222)亦谓:“维蜀慕王化,通中国,最为古远,载籍之

传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书之曰‘庸、蜀、羌、
髦、微、卢、彭、濮人’,则其附声教,识仁暴,概见于经

矣。”[56]515庆 元 年 间(1195—1200),李 焘 之 子 李 埴

(1161—1238)出知夔州,在任期间作《鱼复扞关铭并

序》⑧,称:“自古言,蜀人嗜乱喜祸,故所以制御操切之

者尤尽其术。呜呼! 何其过也!”他接着指出,自公孙

述以下至五代孟知祥等人,自古以来乱蜀者多非蜀

人,惟东晋时期的谯纵,本宕渠人,但原情察迹,可知

谯纵“初无异志,劫于群叛,不能自还”;蜀地险要的形

势固然易生割据,但相对于地形,人心之向背才是治

乱的关键,“一定而不易者,地形也;难保而易变者,人
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化”[57]1333-1334,要求

为政者消除地域歧视,一视同仁,以王道政治化民成

俗,则风行草偃,国家自然有磐石之安。西晋人张载

曾在《剑阁铭》中称蜀地“世浊则逆,道清斯顺”[58]1516,
李埴显然注意到了这一措辞,他说:“鱼复与剑阁,埒
险角壮,并为西南镇,昔有铭剑阁者,独此缺诸?”故其

文颇有与张载观点针锋相对的意味:“……西方之人,
王化所达,宁甘嗜乱? 实首攸胁。岂富是怙? 忍上之

觖。惟此山川,重阻复叠。德守者固,兵据者蹶。惟

此黔庶,嶷嶷业业,力制则离,道怀乃协。”[57]1334

在这种心态下,昔日盖棺论定的史实,如今也被

重新审查。两晋之际,蜀郡成都人杜弢遭逢李特之

乱,流寓荆、湘一带,后被巴蜀流民推举为首领,《晋
书》将其与王弥、苏峻、孙恩、卢循、谯纵等人置于同

卷,称 其“纵 兵 肆 暴,伪 降 于 山 简,简 以 为 广 汉 太

守”[58]2622。但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县)人郭允蹈却在

《蜀鉴》中指出,杜弢并非诈降,只是适逢山简病卒,事
遂中辍,其后,杜弢致书应詹,向司马睿乞降,获准后

被任命为巴东监军,不料“诸将徇功者攻之不已”,杜
弢不胜愤怒,再次举兵反叛,最终被陶侃、应詹等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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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郭允蹈以为,“此乃陶侃心惮王敦,规模不大,不能

招纳弢等,欲讨杀以论功耳”,《晋书》的记载是“以成

败论人”,并说:“《晋史·应詹传》称贼中金宝溢目,应
詹但取图书。岂有贼而载图书者乎? 此皆梁、益流徙

之衣冠也。悲夫!”[59]178-189显然,《蜀鉴》中的杜弢是

一个屡遭冤屈而又求告无门的悲剧性人物,与《晋书》
本传迥乎不同。郭允蹈在《蜀鉴》中尝谓:“议者谓蜀

民喜乱,不为过乎?”[59]340为蜀人正名的用意至为明

显。他不惜篇幅为杜弢辩诬,显然出于同样的动机。
蜀地战略地位的崛起,也引起了东南论者对蜀地

民风的重新认识。绍兴二十九年(1159),兴国(今湖

北阳新)军人王质(1135—1189)著论指出,蜀人“柔忍

而朴厚”,惟其如此,故易为奸雄所用,唐之崔宁、韦
皋,梁之王建,后唐之孟知祥,都曾以此为基地拥兵自

重[60]366-367[61]180。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历史

事实,前人多归咎于蜀人好乱,王质则认为原因在于

蜀人柔弱朴实的天性,王十朋也有类似王质的认识。
乾道(1165-1173)初年,王十朋出知夔州,州宅内原

有堂名“整暇”,王十朋乃易其名为“易治堂”,并赋诗

云:“风俗无难易,治之端在人。古夔尤易治,风俗本

来淳。”[62]396自夔州离任时,王十朋再次感叹:“峡民淳

狱讼稀”[62]434。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

983)的《太平寰宇记》,谈及夔州时,认为当地民风“剽
悍巧猾”[63]2961。王十朋的夔州印象,显然与此截然相

反。至于曾在蜀地长期游历的大诗人陆游,在离蜀多

年之后,仍然对这里的民风淳厚印象深刻[64]35。
关于蜀地民风,宋人还有“闽蜀同风”之说。持此

论者,往往带着主流政治文化对南方后进地区的傲慢

与偏见,视闽、蜀两地为异类[65]414-440[66]54-59[9]。然而,
到了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闽蜀同风”的内涵

也发生了变化。绍兴二十一年(1151),莆田人黄公度

(1109—1156)为文曰:“闽、蜀相望,各在西、南一隅,
而习俗好尚,实有东州齐鲁遗风。蜀由汉以来,号为

文物善地,闽又其最后显者。”[67]55颇以闽、蜀两地的

习俗自豪。无独有偶,咸淳八年(1272),眉州人宋日

隆为新修《连江县志》作序,亦称:“闽、蜀风马牛不相

及,前辈乃以为同风,每窃疑之。三载兹邑,目文物之

盛,科馌之勤,习俗之俭,真与吾眉同。”[68]1437前文述

及,苏轼一闻“闽蜀同风”之说,即勃然变色;而黄、宋
二人在提及“闽蜀同风”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负

面内涵,而津津乐道于两地的文物之备、科举之盛。
这一鲜明的对比,正是蜀地形象在两宋时期改观的真

实写照。

蜀道之难,古今同慨。西晋张载在《剑阁铭》中
称,此地“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

居”[58]1516,对蜀人的戒惧溢于言表。其后,李白《蜀道

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

匪亲,化为狼与豺”[69]199的说法,更是万口传诵。于是

乎,“蜀道难”这一文学题材,就与蜀地易乱的意象产

生了关联。时至南宋,随着蜀地形象的改善,昔人视

若畏途的蜀道,似乎也不那么险恶了,甚至不少人反

其意而用之,用“蜀道易”来表达他们对蜀地的观感。
绍熙五年(1194),赵彦逾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

成都 府,明 州 鄞 县(今 属 浙 江 省 宁 波 市)人 楼 钥

(1137—1213)制旨勉励赵彦逾力行仁政:“蜀道,天下

之极险也,然以为难则难于上青天,以为易则易于履

平地,是在人尔。”[70]卷四十二,10在送友人入蜀诗中,楼钥

又重申此意[70]卷一,24。祖籍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市)的
李曾伯(1198—1268),也有“昔蜀道难,今蜀道易”之
语[71]414。正如合州人(今重庆市铜梁县)度正(1166—

1235)所言:“昔李太白赋《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后
人反而赓之,作《蜀道易》。蜀道岂有难易哉? 特存乎

此心 而 已,心 险 则 难,平 则 易,此 古 今 不 易 之 路

也。”[72]242的确,蜀道山形依旧,但不同时期的观察者

却有着迥乎不同的感受,适足以反映他们心目中不同

的蜀地形象。
另外一组事实的对比,也有助于观察蜀地形象的

转变。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吴曦叛于四川,不久

被李好义、杨巨源等人诛杀,叛乱平息。无论就规模

还是影响而言,这次叛乱都远远超过百年前的赵谂事

件。赵谂谋反事发后,群情耸动,蜀士备受指摘;而吴

曦之叛敉平后,却鲜见针对蜀人的批评,相反朝论以

为蜀士在朝者过少,于是“又特召四人”[73]662。两相对

比,反差不可谓不大。朝廷的这一举措,固然有笼络

人心的动机,但如果不是基于对蜀士的信任,那么这

样的 动 机 自 然 无 从 谈 起。蒲 江 人 魏 了 翁(1178—

1237)还指出,吴曦初叛时,“元帅既遁,王人继逐,东
归之 士 蔽 江 而 下,至 是 所 望 以 反 正 者,惟 蜀 人

耳”[74]卷四十,13。不仅魏了翁有这样的体会,其后《续编

两朝纲目备要》⑨在述及吴曦之叛时也如是说:

  自昔乱蜀者非蜀人,如张鲁、李特、刘辟、王
建、孟知祥之类,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张信,东
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间惟饥民王小波以岁

荒盗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吴曦兄弟与其谋

主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顺军人,董镇,饶州人。方

是时,东人有为元帅者、为奉使者、榷牧者、护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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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详刑者,皆方舟而去,而纠合忠义,克清大憝,
挈六十州之地以还天子者,又西人也。曦既死,
凡前日东人之任,悉西人为之。[75]178-179

这番议论不但坐实了魏了翁的观点,而且再次回顾历

史为蜀人正名。其中又提到,吴曦之叛后,蜀中官职

率由蜀人充任,也反映出朝廷对蜀士态度的转变。
由是观之,蜀地形象在南宋时期出现了明显改

观,往昔“易动难安”的色彩逐渐淡化。北宋时期,不
少蜀士对于加诸蜀地的偏见与歧视耿耿于怀,群起而

为之辩白。关于这一问题,魏了翁的一番感言值得重

视,兹移录如下:

  后唐张(不)[丕]立尝为诗曰:朝廷不用忧巴

俗,称霸何曾是蜀人。人以为名言。至本朝张次

公(张唐英———引者注)序《蜀梼杌》,天觉(张商

英)《送凌戡归蜀》,大抵亦皆为蜀人辩。数者也,
忠义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 而蜀人之

大节表表在人,亦岂狂图者之所能溷? 三子者之

撰,亦 不 洪 矣。故 不 若 东 溪 (王 腾 号 东 溪 先

生———引者注)《辩蜀都赋》,盖不专为蜀辩,将以

发左思抑蜀黜吴、借魏谀晋之罪,真有功于名教

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爱重,毋使后人

辩今犹今辩昔焉。[74]卷五十九,7

在他看来,蜀人的节义世所共知,毋庸多辩,张丕立

(即张立)以下诸人汲汲于自辩,反而显得器量不弘;
而王腾的《辩蜀都赋》将着眼点转移到魏蜀正闰之辨,
值得效法;蜀士应自爱自重,面对外人的质疑,置之不

辨可也。从魏了翁的议论可以看出,他所处的时代,
一度令蜀士颇为尴尬的蜀地形象问题已在若有若无

间,笼罩在蜀士心头的阴影也趋于消散,所以魏了翁

才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如此自信和超脱。
三 余论:蜀地形象在南宋得以改观之原因

为什么蜀地的形象在南宋得以改观? 前文的论

述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南宋时期蜀地战略地位的

提升,无疑是首要原因。如前所述,南宋时期的王质

和王十朋都认为蜀地民风淳朴,这样的认识固然与其

自身阅历有关,但针对现实政治的考量,可能在其中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王质在同一奏疏中建议朝廷厚

恤蜀人,收拾人心,以防吴氏家族势力在蜀地坐大,
“盖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过于江、淮、闽、浙、湖、广
之民,而后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

之心,则缓急之际斯有不忍负朝廷之意”[60]367,他对蜀

地的认知无疑与此有关。而王十朋也曾于乾道三年

(1167)提醒宋孝宗:“国家全有吴、蜀之地,蜀去行在

万里,远而易忘”,然而“今日之所以立国者,正赖蜀以

为重”,不惟一日不可忘,而且还要倚之以恢复中原;
蜀有天险,故外患尚不足忧,当此之时,“正恐民心或

离,衅 由 内 起,为 可 忧 尔,抚 绥 固 结,在 今 日 为 尤

急”[62]640-642。可见,王十朋对蜀地的重要性也有深刻

体认,是以他能对此地民风刮目相看。
面对大敌当前的局面,南宋持此论者不在少数。

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陈傅良(1137—1203)曾赋

诗感叹,吴、蜀士人向来互相轻薄,在昔有“眉山(苏氏

父子)与金陵(王安石),奈何不相容? 大雅如关、洛,
亦复互诋攻,朋分文字间,祸起师友中”,一时意气之

争终致神州陆沉;当今之世,理应抛弃畛域之见,使
“西人 不 为 西,东 人 不 为 东”,同 舟 共 济,共 赴 时

艰[76]67。宋室南渡后,蜀地的战略地位有目共睹,朝
廷注意收拾蜀人之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蜀人好

乱”的论调趋于沉寂,为蜀人辩护的观点声势渐壮,北
宋以来对蜀地的偏见最终被克服。

另一方面,蜀士群体的扩大及其影响力的提升,
无疑也有助于蜀地形象的转变。据统计,有宋一代,
四川 和 江 南 的 进 士 人 数 已 经 占 了 全 国 的80%左

右[77],而蜀士中官至宰辅者达27人,也大大超过前

代[78]292-298。大量蜀士进入仕途,特别是进入政治中

枢,自然会给彼时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带来冲击。
北宋时期,包括蜀士在内的南方士人群体崛起于政

坛,影响到长期占据要津的北方士人的既得利益,从
而引起后者的反弹,以至蜀地一度名声不佳,这与中

原主流文化的打压有关[9]。到了南宋,蜀中科举之盛

更上一层楼,四川进士数在北宋时位居全国第八,南
宋则跃居全国第四位[79]。从宰辅人数来看,两宋蜀

籍宰辅27人中,有18人出仕于南宋[78]292-298。宜乎

宋高宗有言:“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47]2089政坛

之外,蜀士的表现也颇为突出。如《宋史·地理志》所
云,自宋平孟蜀后,川峡四路“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
彬辈出焉”;南宋时,苏轼文章风行于世,士人竞相模

仿,以 致 有“苏 文 熟,吃 羊 肉;苏 文 生,咬 菜 根”之
语[64]100。如果说蜀地战略地位的崛起,使南宋君臣逐

渐修正他们对蜀地的认知,从而推动了蜀地形象的转

变,那么,蜀士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则使

他们得以从正面引领蜀地形象的重构,前述李埴、魏
了翁等人的呼声正是其中之荦荦大者。

从更宽的视野来看,宋朝结束五代分裂局面后,
政治虽归于一统,但认同意识的形成尚需时日,在各

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激荡的过程中,畛域之见日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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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包括蜀地在内的地方精英被主流文化接纳,一个

凝聚了士大夫阶层认同意识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不

断扩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融合。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在蜀地显得有些曲折和漫

长。惟其如此,两宋时期蜀地形象的嬗变,堪称边缘

与中心地区文化互动的典型片段,也是中国这一政

治、文化共同体发育过程的缩影。

注释:
①本文曾提交2015年10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宋史研究工作坊主办的“宋代的巴蜀”学术论坛,承蒙

与会专家们的指点,投稿时又获匿名评审专家指瑕,在此一并致谢!

②马宗霍先生已经发现了《资治通鉴》中的这段异文,惟未论及原因。参见:马宗霍《南史·校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第858页。

③王安石为田况撰写的墓志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参见:《王安石全集》卷八八《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699页)。范、王两文当同出于田况的行状或家传。

④据王辟之自序,《渑水燕谈录》成书于绍圣二年(1095)。

⑤据王明清《投辖录》记载,李孝广时任州路提举学事,费乂为忠州士人。但后来王明清在《挥麈录·后录》卷一一中再次提及

此事,李孝广为“成都漕”,费乂为邛州士人,并说同时涉案的还有韦直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三的记载及李心传

《旧闻证误》卷三的考证,当以《挥麈录·后录》所载为是。但《长编拾补》《旧闻证误》《挥麈后录》均缺乏关于此案细节的记

载。而据王明清在《投辖录》中的自述,此事由李倞亲口告知其父王铚,而且王明清后来“因阅宣徽宗皇帝诏旨,备见费乂削

章”,故《投辖录》透露出的案情细节,当属事实。

⑥王腾,字天长,一作庆长,号东溪先生,眉州人,生卒年不详(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五《跋眉人王庆长<辨蜀都赋>》,四
部丛刊本,第7叶;《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附《二百名贤世次》,《宋集珍本丛刊》第9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

314页)。其文《上翟提学书》中有“方今天下一家”之语,当作于北宋。《代上邵宪书》(见佚名《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
九二,《宋集珍本丛刊》第94册,第100页)中又自称“前任恭州某官”,渝州改名恭州,在赵谂之乱后;邵宪,当指邵伯温,建炎

初年官至提点成都路刑狱,是知王腾其人生当两宋之交。

⑦《辨蜀论》中有“甘陵之围,难拔于均、顺;江津之谋,易败于逢、育”一语。所谓“甘陵之围”,是指发生于贝州(甘陵为贝州清河

县旧称)的王则兵变,事在庆历七年(1047);“均、顺”所指两事,分别是指咸平三年(1000)的王均兵变和淳化五年(994)的王

小波、李顺起义均爆发于蜀地;“江津之谋”即指此前不久的赵谂之乱(赵谂为江津人);“逢、育”则是指李逢、刘育,因涉及宗

室赵世居之狱被凌迟处死,事在熙宁八年(1075)(见:《宋史》卷二〇〇《刑法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98页)。故《辨
蜀论》当作于赵谂之乱后。

⑧据清光绪十九年《奉节县志》所录《鱼复扞关铭并序》,李埴时“知夔州”(参见:杨德坤《光绪奉节县志》,四川省奉节县志编纂

委员会1985年重印,第241页)。清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544页)卷一五〇引旧《通志》:“李埴,庆元中

知夔州,爱民诲士。”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李埴名列庆元党籍,时为校书郎,盖于此时出知夔州。

⑨据点校者汝企和先生考证,该书成书年代极有可能就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至景定五年(1264)之间,见是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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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ageofSichuanintheSongDynastyandItsEvolution

CAOPeng-cheng
(ResearchInstituteofHistory,Sichu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engdu,Sichuan610071,China)

Abstract:IntheinitialstageoftheNorthernSongdynasty,militaryunrestbrokeoutsofre-
quentlyinSichuanthattheregionwasimpressedbyitspreferenceforrebelliontoobedience.And
thefollowingdecadessawgradualimprovementofSichuan’simagebecauseofitspoliticalstabili-
tyforalongtime.However,thisprocesswasinterruptedbytheincidentofZhaoshen’srebel-
lion,whichpromotedtheauthoritiestotreatSichuanwithsuspicionandprecaution.Afterthede-
structionoftheNorthernSongdynasty,alongwiththeincreasinglyimportantstrategicposition
ofSichuan,andthesteadypromotionofpoliticalandculturalinfluenceofscholarsfromSichuan,

thepreconceptionthatSichuanpeopleinclinedtorebelwaschanged,andtheimageofSichuan
wasultimatelyreversed.TheevolutionofSichuan’simage,therefore,canberegardedasanex-
emplarycaseofdevelopmentprocessinChinaasapoliticalandculturalcommunity.

Keywords:theSongdynasty;imageofSichuan;preferenceforrebelliontoobedience;Si-
chuanpeopleinclinedtorebel;evolution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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